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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巢引凤：城市营商环境对高成长创业企业
涌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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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独角兽”“潜在独角兽”为代表的高成长创业企业的加速涌现是驱动城市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如何优化城市营商环境促进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是亟待解答的重要

现实与理论问题。本文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分别选取中国拥有“独角兽”和“潜在独

角兽”的城市作为研究样本，探讨城市营商环境驱动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的复杂因果机制。研究发现：

（1）单个营商环境要素不构成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的必要条件。（2）产生高独角兽企业数量的

营商环境组态有5种，产生高潜在独角兽企业数量的组态有2种，其中市场—资源驱动型为通用

路径。（3）导致非高独角兽企业数量和非高潜在独角兽企业数量的营商环境组态各有3种，其

中市场—创新限制型为通用路径。研究将城市营商环境和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联系起来，拓展

了制度理论和创业领域的研究视角，揭示了驱动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的多元营商环境路径，为

不同城市和其他新兴经济体营造利于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的营商环境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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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引　言

创业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动能，是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Chowdhury
等，2019；杜运周等，2020），然而并非所有创业活动都对经济有同等的推动作用（Chowdhury等，

2019），追求成长和创新的高成长创业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大（Stenholm等，2013；Torres和
Godinho，2022）。随着“双创”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以“独角兽”“潜在独角兽”为代表的高成长

创业企业成为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余维臻等，2021）。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21全
球独角兽榜》显示，中国“独角兽”数量位居世界第二，并不断激增，逐渐缩小与美国的差距。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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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创业企业的加速涌现，是城市经济活力和高质量发展潜力的体现。江苏省、河北省、福建

省、广东省等多个省市地区纷纷开展“独角兽”和“潜在独角兽”培育入库工作，以发挥它们在经

济高质量发展中的创新引领作用。然而，“独角兽”“潜在独角兽”大量涌现背后的理论研究尚处

在大量空白阶段（Acs等，2017；余维臻等，2021），对如何有效地培育和激发高成长创业企业的

发展知之甚少。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对城市创新能力和微观主体活力具有促进作用（杜运周等，

2020），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举措（张三保等，2020；“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研究”课
题组，2021）。政策制定者们纷纷通过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培育“独角兽”和“潜在独角兽”，以促

进高成长创业，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Jinzhi和Carrick，2019）。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

步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市场主体的实施意见》指出，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

力，增强发展内生动力。《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如何

通过营商环境优化加速“独角兽”和“潜在独角兽”这些高成长创业企业的涌现，进而驱动经济

高质量增长？该问题引发了学界、政界和业界的极大关注。探寻营商环境影响高成长创业企业

涌现的关键路径，不仅有助于构建新时代创业企业成长的相关理论，更能为营商环境政策制定

和创业实践提供新的洞见与参考（余维臻等，2021）。
作为区域内市场主体赖以生存的综合生境，良好的营商环境能够降低市场主体的商业和

制度成本（“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研究”课题组，2021），增强创业企业的信息可得性和环境感

知能力（黄永春等，2021），减少信息不对称和潜在的机会主义（Marquis和Raynard，2015），平衡

市场和环境的不确定性（Dencker等，2021），促进市场主体平等获得关键性资源和社会合法性

（Greenwood等，2011），推动数字创新（Hinings等，2018），积极影响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张慧

等，2021）。城市营商环境与创业资源获取（De Clercq等，2013）、机会开发（Urbano等，2020）、团
队建设（Chemmanur等，2022）等息息相关，现有研究主要从微观视角研究创业企业如何通过自

身战略调整、模式创新及有效决策融入所处国家或地区的制度环境，促进创业发展

（Greenwood等，2011；De Clercq等，2013；Marquis和Raynard，2015；Dencker等，2021）；或从宏观

视角解读营商环境的不同维度或整体对创业的影响，如Chowdhury等（2019）研究了金融发展、

破产监管、政府规模等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对创业的影响；杜运周等（2020）研究了营商环境对创

业活跃度的组态效应；Estevão等（2020）基于世界银行的数据研究了营商环境指数对非洲地区

人均GDP的影响；Xie等（2021）基于生态视角探索了创新能力、创业资本、基础设施等对区域创

业的作用。

现有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但仍存在拓展空间。从研究主体看，已有研究对创业质

量展开了初步探索（孙永波等，2020；Xie等，2021；张慧等，2021），但对于高增长、高创新、高质

量的“独角兽”和“潜在独角兽”的关注较少（Jinzhi和Carrick，2019）。实践中，它们已经成为后发

情境下的新经济增长点（余维臻等，2021），正日益成为解决“卡脖子”技术、提升国家整体创新

实力的主力军。理论上，目前学界对“独角兽”和“潜在独角兽”爆发式涌现背后的影响因素和关

键路径还知之甚少（余维臻等，2021），理论明显滞后于实践，缺乏对中国“独角兽”和“潜在独角

兽”迅速崛起这一现象的深入解读（Acs等，2017）。从研究对象看，高成长创业企业是驱动中国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但在城市间分布不均衡，亟须探索影响中国城市高成长创业企业

涌现的关键因素及路径，加速城市高成长创业企业孵化，缩小城市差距（张慧等，2021）。已有研

究大多数从国家或区域层面开展研究（孙永波等，2020；Torres和Godinho，2022），缺乏对中国

情境和城市差异的关注，需要进一步聚焦中国实情并细化研究粒度，为实践提供深刻细致的洞

见。从研究方法看，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通常受多重制度逻辑的共同驱使或制约，传统回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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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方法多用于探讨变量间的净效应关系，忽略了营商环境多维要素间的交互和潜在强化作用，

无法解释条件变量聚合产生的“化学反应”（De Clercq等，2013；杜运周和贾良定，2017；张明和

杜运周，2019），难以全面描述现象本质。关于营商环境的多重维度如何共生互耦问题尚不明

晰，需要从整体视角揭示城市营商环境对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的复杂影响机制。

本文将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分别基于中国拥有“独角兽”的23个城市

案例样本和拥有“潜在独角兽”的29个城市案例样本，全面分析中国城市营商环境与高成长创

业企业涌现之间的复杂因果关系，探索有助于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的多元路径，以帮助政策制

定者设计和实施更有助于推动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的制度、政策及法规。具体研究内容包括：

（1）单个营商环境要素是否是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的必要条件？（2）什么样的营商环境组态有

利于产生高成长创业企业？驱动不同程度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的营商环境组态分别有哪些？

（3）哪些营商环境组态会制约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

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在于：首先，聚焦于“独角兽”和“潜在独角兽”两类高成长创业企业，

基于fsQCA方法，厘清城市营商环境与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之间的复杂因果机制，拓展了制度

理论和创业领域的研究视角，丰富了现有理论成果。其次，以中国这一新兴经济体下的不同城

市作为研究对象，不仅能够揭示利于中国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的多元营商环境组态，丰富现有

研究成果，而且为其他新兴经济体更好地孵化“独角兽”和“潜在独角兽”提供了实践参考。最

后，推动营商环境与“独角兽”“潜在独角兽”等高成长创业企业之间的研究进展，为后续研究提

供新思路。如探索营商环境优化轨迹与高成长创业企业发展轨迹之间的动态匹配机制；加强营

商环境影响高成长创业企业的案例及实证研究等。

 二、  理论基础与研究框架

“独角兽”“潜在独角兽”这些高成长创业企业利用独特的市场和技术机会为新业态、新模

式、新市场提供例证和示范，在创业领域和商业版图中留下重要印记，引起学界和业界的广泛

关注（Kotha等，2022）。制度理论认为，营商环境作为创业赖以生存的宏观生境能够与创业企业

进行资源和机会互动，加速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Jinzhi和Carrick，2019）。良好的营商环境具有

人才、资本等集聚效应，能够提供充裕的创业资源，培育企业家精神，提升创业企业的合法性地

位（van Stel 等，2007；Meek 等，2010；Stenholm等，2013；Geissinger等，2019；孙永波等，2020；张
慧等，2021；朱秀梅等，2021），在创业机会识别创造与开发、资源获取开发与编排、创业团队建

设方面为高成长创业企业赋能（朱秀梅等，2020）。因此，本文将进一步探究城市营商环境对高

成长创业企业涌现的影响。

目前关于营商环境的维度尚未统一，有多种划分标准，如世界银行全球营商环境包括开办

企业、办理施工许可、获得电力、产权登记、获得信贷、保护少数投资者、纳税、跨境贸易、合同执

行、破产办理、雇佣工人、与政府签订合同；中国省份营商环境包括市场环境、政务环境、法律政

策环境、人文环境（张三保等，2020）；中国城市营商环境包括公共服务、人力资源、市场环境、创

新环境、金融服务、法治环境、政务环境（“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研究”课题组，2021）或软环

境、基础设施、社会服务、市场容量、商务成本和生态环境。本文综合运用问题导向法、文献归纳

法和现象总结法（张明和杜运周，2019），选取影响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的条件变量。首先，问题

导向法。本文聚焦于“营商环境如何影响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这一研究问题，以鲜有研究的

“独角兽”和“潜在独角兽”作为高成长创业企业的代表进行研究。鉴于并非中国所有省份都有

上述两类企业，且要细化研究粒度，关注城市差异（张慧等，2021），基于对数据可得性和样本量

的考虑，最终以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因此选取城市营商环境要素作为前因变量。其次，文献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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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良好的营商软环境能够为创业创意提供更多的实现机会和激励机制，通过“创造性破坏”促
进市场竞争，优胜劣汰挑选出具有发展潜力的创业企业，加速高成长创业企业的孵化（董志强

等，2012）。充分完善发达的通信、商业和交通等基础设施是创业企业成长的重要营商环境要素

之一（Marquis和Raynard，2015）。社会服务能够为创业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提供有力支持，影

响创业投资区位选择，从而加速区域内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杜运周等，2020）。市场作为“看不

见的手”对创业机会、资源等产生重要影响，如高市场容量意味着能够涌现出更多的创新创业

机会，更大的环境承载力对颠覆式创新的接纳度更大（杜运周等，2020；Dencker等，2021），更易

于“独角兽”“潜在独角兽”的大量涌现（余维臻等，2021）。最后，现象总结法。数字经济发展如火

如荼，新基建对于创业成长至关重要，数字技术作为数字创业、数字创新、技术创业的源头活水

（Nambisan，2017；Nambisan等，2017；2019），能够彻底激活创业机会、资源和团队（朱秀梅等，

2020），利于“独角兽”“潜在独角兽”的涌现，互联网作为数字技术的基础，是数字时代城市营商

环境的重要指标。赋能型政府通常以降低创新创业成本、建立激励机制、发布税收普惠政策等

方式降低商务成本，激发市场主体的创业活力、创业激情和市场竞争能力，通过主体间竞争筛

选出具有高成长潜力的创业企业（黄先海和宋学印，2021）。“双碳”目标和全球绿色发展趋势对

生态保护提出了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

展”，生态环境成为城市营商环境的新焦点，对于催生绿色新兴产业、发展壮大绿色创业、探索

高成长潜力的新业态、新模式具有重要作用（Ardito等，2021）。因此，本文最终选取软环境、基

础设施、社会服务、市场容量、商务成本、生态环境6大城市营商环境要素共同作为影响高成长

创业企业涌现的前因条件进行研究。

（一）营商环境各要素对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的影响

营商环境决定了创业企业是否有机会与其他市场主体共享异质性资源或获得资源倾斜，

如政策优惠、技术支持、市场机会等，是创业“箭筒中有什么箭”的关键支撑，不同城市的营商环

境特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创业企业的生存和发展（De Clercq等，2013；Marquis和Raynard，
2015；Dencker等，2021）。良好的营商环境通过支持性制度杠杆为创业提供各种援助与支持

（Dencker等，2021），通过积极减轻不确定性、消除突发障碍、推动创业努力（De Clercq等，

2013）、促进创新（Dencker等，2021）等加速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

软环境代表了城市创业发展的软实力，是吸引创业企业落地并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其中

人才吸引、投资吸引和创业活跃度对于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具有重要作用。首先，高才能的人

更能识别并参与具有发展前景的创业机会（Torres和Godinho，2022），通过人才引进提高人力

资本供给水平，可以有效提升创业团队的整体素质和技能，激发强个体的创造力，引发鲶鱼效

应，推动团队创造力涌现，促进创业提升（Dencker等，2021）。其次，投资吸引力是城市发展潜力

的体现，是有新颖创业想法的创业者进行区位选择的重要参考。投资增加可以缓解创业资金压

力，支持企业发展壮大，通过技术转移及投资促进企业创新。最后，创业活跃度是城市创业积极

程度的体现（杜运周等，2020），高创业活跃度为企业构建创业网络提供了便利，帮助企业在“巨
人的肩膀”上总结经验、获取资源、预测市场、检验创业创意，加速组织间知识溢出与知识转移

（Stenholm等，2013；朱秀梅等，2021），这是成为“独角兽”和“潜在独角兽”的关键（余维臻等，

2021）。企业不仅可以争夺既有生态位，还可以开拓生态位和新机会（杜运周等，2020），更易于

激发创业激情和颠覆式创新（余维臻等，2021）。
基础设施是影响创业企业成长的硬指标，通过提升城市承载力和综合运行效能，降低创业

成本（杜运周等，2020），提高经济互动（Torres和Godinho，2022），促进创新型创业发展

（Nambisan等，2017），有助于“独角兽”和“潜在独角兽”的涌现。不充分的通信、商业和交通等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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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是创业需要考虑和克服的关键挑战之一（Marquis和Raynard，2015），数字新基建为创业

活动带来红利（Nambisan等，2019），推进了市场主体数字接入机会的均等化（黄先海和宋学

印，2021），通过提供通信、协作和计算能力，使部门边界、组织边界、机会空间边界变得更加多

孔和流动（Nambisan，2017），为创业企业加强内部一体化、促进利益相关者互动、组建高质量

团队、开发创业机会、获取资源等提供了渠道（Ardito等，2021），为创新产品和服务、推动数字

化创新和转型提供了契机（Hinings等，2018）。数据要素市场畅通了企业内外部实体间的信息

交流、知识传递、资源和数据共享，为实现协同共生、价值共创提供便利。互联网削弱了创业的

物理壁垒，基于线上办公软件可以组建跨区域高质量团队，高阶团队更易感知新市场、洞察新

机会，并在实践中不断反思和优化战略战术，推动新价值创造（Dencker等，2021）。同时交通和

数字基础设施打通了市场壁垒，受众客户不再受限于物理距离，企业更愿意不断创新，提供新

服务、新产品、新价值，提高竞争优势，扩大市场份额。

社会服务是政府赋能创业的重要行为体现（黄先海和宋学印，2021）。社会服务以提升市场

主体活力和竞争力为核心，对企业进行中立普惠的要素、创新和信息赋能，通过乘数效应提高

企业的市场机会感知和资源配置功能（杜运周等，2020；黄先海和宋学印，2021），加速高成长创

业企业涌现，主要体现在通过大学和金融、科技研发等中介机构提供公共创新资源和信息、咨

询、培训等软支持方面（van Stel等，2007；Armanios等，2017）。首先，教育与创新创业孵化具有

较大关联。国内外独角兽企业分布报告显示，大学聚集的城市和高学历创业者更容易创建“独
角兽”或“潜在独角兽”。高质量创业者或创业团队能够雇佣更高质量的员工，提高团队质量，促

进创新型机会开发和探索式创新（Chemmanur等，2022）。其次，城市融资服务水平越高，企业的

融资约束和金融风险越小，为企业扩大规模和开发新产品、新服务提供资金支持（黄永春等，

2021）的同时，间接增加创业投入时间和创新创业机会类型（Dencker等，2021），从而有效激活

高成长性、高影响力的创业活动（Stenholm等，2013；Marquis和Raynard，2015；杜运周等，

2020）。再次，数字技术为创新创业带来新机会（Nambisan，2017；Nambisan等，2017），科技服务

环境促进和推动技术溢出和研发成果转化扩散，有助于企业挖掘创业机会、开展二次创新，实

现技术赶超，提升整体生产力（Krammer，2015；黄永春等，2021）。创业企业通过提供更具竞争

力的产品或服务，打入利基市场，创造新利润机会，实现快速增长（Xie等，2021）。最后，众创空

间、孵化器、科技园等孵化服务机构能够为企业提供低成本基础设施、咨询服务、投融资机会和

技术支持，推动企业扩张和创新开发（Armanios等，2017；黄永春等，2021）。
市场容量决定了市场潜力，其中蕴藏的独特市场机会是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的核心驱动

要素之一（Kotha等，2022）。容量大的市场能产生规模经济，为创业带来低成本和高回报，受到

创业者和投资者的青睐（Xie等，2021）。在大市场容量城市，创新机会的数量和潜在价值更大，

采取模仿型创业难以获得竞争优势，企业更愿意不断地提高创新能力，开发新市场、新机会，促

进创新型创业及企业成长（Dencker等，2021）。高收入特点使消费者产生更多的可自由支配的

消费机会（Marquis和Raynard，2015），多样化和专业化用户需求演变为商业机会供创业企业开

发，并鼓励创业派生（Xie等，2021）。有高成长预期的创业企业更倾向于选择成长壁垒低、扩张

障碍小的大市场开展创新创业活动（van Stel等，2007）。
商务成本对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起间接作用。良好的成本优势可以间接消除创业资金短

缺问题，节省的成本资金可用于技术突破、产品创新和机会开发（Geissinger等，2019；
Dencker等，2021）。成本优势还有助于企业扩大经营自主权，提高企业扩张和创新开发的积极

性（黄永春等，2021）。赋能型政府通过降低商务成本，减少企业的潜在创新成本，有效提高企业

资源分配及重组的效率和质量（Geissinger等，2019），鼓励创业企业充分开展创新竞争活动（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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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海和宋学印，2021）。同时，商务成本水平较低的城市可能更易吸引外资，增加潜在的资本溢

出效应，是创业企业成为“独角兽”“潜在独角兽”的关键（Krammer，2015；余维臻等，2021）。
生态环境在机会开发、资源利用等方面对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起积极作用。随着新发展理

念和两山理论深入人心，为实现“双碳”目标，科技创新引领的绿色创业实践逐渐成为创新创业

的新风向，创业企业首先担任绿色转型的执行者和革新者（Ardito等，2021）。研究表明，通过识

别并开发对环境负责的创业机会，将生态环境纳入新产品开发过程，可以提高创新绩效，在减

轻市场失灵、促进社会福利方面具有重要作用（Meek等，2010；Ardito等，2021）。生态环境良好

的城市在探索新兴产业、绿色科技等跨越式发展方面具有较大潜力，对创业具有更高要求，倒

逼企业通过快速配置有价值的资源，探索新绿色知识和技术，开发新商业解决方案，及时响应

新绿色市场机会（Ardito等，2021）。因此，生态环境水平高的城市往往会孵化更多的新兴高科

技创业企业，是成就“独角兽”“潜在独角兽”的起点（Meek等，2010）。
（二）组态视角下城市营商环境对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的影响

营商环境良好的城市通常具有知识、资源、人力和市场集聚效应（Acs等，2017），各营商环

境要素能够在不同程度上直接或间接提供机会、资源、人才等创业要素，促进高成长创业企业

涌现。营商环境要素与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之间的关系研究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然

而，营商环境作为一种复杂的环境生态，要素间存在互补或替代关系（杜运周等，2021），需要通

过要素间的聚合效应提高区域环境承载力，进而协同影响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杜运周等，

2020）。营商环境要素及其聚合效应对创业企业成长的影响不一，如软环境和金融、教育等支持

性社会服务的协同效应对创业成长的促进作用高于单一要素（Marquis和Raynard，2015）；不同

的营商环境生态下的制度杠杆存在差异，会导致企业在开发创业机会、获取资源和塑造能力方

面存在差异，进而影响创业企业成长（Dencker等，2021）。目前，城市层面的研究不足（张慧等，

2021），缺少对以“独角兽”“潜在独角兽”为代表的高成长创业企业的关注，且已有研究尚未厘

清营商环境生态驱动或制约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的多元复杂路径，亟须进一步挖掘二者间的

复杂因果关系（Guo和Zhang，2021），以破解研究难题。鉴于此，城市营商环境如何复杂地影响

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仍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三）模型构建

基于以上分析，若想通过城市营商环境优化加速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需要关注软环境、

基础设施、社会服务、市场容量、商务成本、生态环境的协同作用。本文从组态视角出发，重点关

注城市营商环境与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之间的两种因果关系：（1）单个营商环境要素是否是高

成长创业企业涌现的必要条件；（2）怎样的营商环境组态构成驱动或制约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

的充分条件。构建如图1所示的理论模型，系统揭示城市营商环境对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的影

响，并深入解读驱动和制约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的营商环境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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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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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选择

本文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原因如下：第一，QCA方法遵循“案例导向”，
既可以分析小样本数据，又可以分析大样本数据（张明和杜运周，2019）。第二，驱动高成长创业

企业涌现的原因是复杂的，优化单个营商环境要素对其作用有限，需要从整体视角分析多维要

素间的交互效应（杜运周等，2020；Xie等，2021；Torres和Godinho，2022）。QCA方法首先对单个

条件变量进行必要性检验，定性描述某一条件对于结果必要与否。继而开展跨案例比较分析，

通过条件组态回答“哪些组态可以导致预期结果存在或缺失”这类问题（杜运周和贾良定，

2017）。适用于“怎样的城市营商环境组态会驱动或制约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这一研究问题。

第三，本研究数据为连续变量，因此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

（二）研究对象及数据来源

本文以中国的不同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并利用公开数据库进行样本案例选择及分析。遵循

“评价科学、数据可得”的原则，数据主要来源于以下方面：第一，城市营商环境数据来源于由广

东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和21世纪经济研究院联合发布的《2020年中国296个城市营商环境报

告》，该报告通过在线数据监测、实地调研等方式，结合使用各类统计年鉴数据、行政记录以及

启信宝等多个大数据公司的数据，对296个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的营商环境进行测算。第二，高

成长创业企业的数据分别来源于由长城战略咨询（GEI）发布的《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

2021》①（2020年中国独角兽企业排行榜，共计251家企业上榜，分布于29座城市）和《2021中国

潜在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②（2020年中国潜在独角兽企业名单，上榜企业425家，分布于39座
城市）。以城市为交叉点将上述数据库配对并进行数据提取，经匹配及剔除缺乏数据的城市，最

终将数据完整的两组城市案例作为研究样本。其中，样本1包括拥有独角兽企业的23个城市（见

表1），样本2包括拥有潜在独角兽企业的29个城市（见表2）。
 
 

表 1    研究样本1（拥有独角兽企业的23个城市）

城市 Num 城市 Num 城市 Num 城市 Num 城市 Num 城市 Num
北京 82 广州 12 常州 3 贵阳 2 上饶 1 长沙 1
上海 44 南京 11 苏州 3 东莞 1 绍兴 1 镇江 1
杭州 25 青岛 8 西安 3 合肥 1 无锡 1 珠海 1
深圳 20 成都 5 重庆 3 嘉兴 1 长春 1

　　注：Num代表各个城市拥有的独角兽企业数量。
 

 
 

表 2    研究样本2（拥有潜在独角兽企业的29个城市）

城市 Num 城市 Num 城市 Num 城市 Num 城市 Num 城市 Num
北京 117 广州 20 宁波 5 南昌 2 贵阳 1 温州 1
上海 84 成都 11 青岛 5 南通 2 九江 1 湘潭 1
苏州 39 南京 11 长沙 3 大连 1 衢州 1 徐州 1
杭州 37 合肥 9 重庆 3 东莞 1 厦门 1 宣城 1
深圳 32 无锡 6 珠海 3 福州 1 泰州 1

　　注：Num代表各个城市拥有的潜在独角兽企业数量。
 

 ①GEI中国独角兽企业标准：（1）在中国境内注册的，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2）成立时间不超过十年；（3）获得过私募投资，且尚未上市；
（4）符合条件（1）（2）（3），且企业估值超过（含）10亿美元的称为独角兽企业；（5）符合条件（1）（2）（3），且企业估值超过（含）100亿美元的称为超
级独角兽企业。

 ②GEI中国潜在独角兽企业标准：结合GEI中国独角兽企业标准及潜在独角兽企业发展规律与特征，长城战略咨询提出GEI中国潜在独角
兽企业标准：（1）在中国境内注册的，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2）成立5年之内最新一轮融资的投后估值达到1亿美元或成立5～9年最新一轮融
资的投后估值达到5亿美元；（3）获得过私募投资，且尚未上市。入选GEI中国潜在独角兽企业需同时满足以上三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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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变量测量与校准

1.前因变量。结合研究需要和中国城市的具体情况，选取《2020年中国296个城市营商环境

报告》中各城市软环境、基础设施、社会服务、市场容量、商务成本、生态环境的具体得分作为

条件变量的测量指标，各变量依据多项基础指标采用国际上常用的“前沿距离法”进行测算，值

域均为[0，1]。其中，软环境由人才吸引力、投资吸引力、创新活跃度和市场监管4个方面指标等

权重加权计算得到。基础设施包括综合运输能力和互联网水平2个方面，由路网密度、公路货

运、水路货运、民航运输、供气、供水、地铁长度、出租车数量、互联网水平9个指标等权重加权计

算得出。社会服务由融资、科技、医疗、养老、教育、人才和研发服务7个方面指标等权重加权计

算得到。市场容量包括市场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两方面，由常住人口、地区生产总值、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一般预算收入、进出口额、贷款额、人均可支配收入7个指标等权重加权计算得出。

商务成本由水电气成本指数、工资成本和土地成本等权重测算。生态环境由空气、水、绿地3个
方面指标等权重测算得到，包括细颗粒物年均浓度、地表水的水质、单位面积工业废水排放量、

单位面积水资源量、建成区绿地覆盖率5个指标。

2.结果变量。高成长创业企业的加速涌现与城市经济繁荣高度相关，研究表明，“独角兽”
是高成长创业企业的主要代表（Acs等，2017；Xie等，2021；余维臻等，2021；Torres和Godinho，
2022 ）。“独角兽”通常是科技型创新创业，是新业态、新模式的先锋，如果在城市中发现了“独
角兽”，即可推断该城市具有良好的营商环境（Acs等，2017）。然而，由于“独角兽”很罕见，可能

存在衡量不充分的问题（Torres和Godinho，2022）。因此，本文选取“潜在独角兽”作为高成长创

业企业的另一代表。这两类企业是新经济中的“凤毛麟角”，具有高成长、高质量、高影响力、高

收益的特点，代表了城市创新与发展水平，企业数量适用于反映城市高成长创业企业的涌现水

平（Torres和Godinho，2022）。由于城市规模既不是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其

充分条件（Acs等，2017），且本文采用的评判标准一致，没有必要将数量相对化（Xie等，2021）。
因此，直接采用独角兽企业数量和潜在独角兽企业数量作为结果变量，用于反映城市高成长创

业企业涌现水平。

3.变量校准。参考先前研究，采用直接校准法将条件和结果变量校准为模糊集（Fiss，2011；
杜运周等，2020）。使用SPSS 21软件得到两组案例样本描述统计的上四分位数（75%）、中位数

（50%）和下四分位数（25%），将其分别设定为各变量的完全隶属、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3个校

准锚点，具体如表3所示。
 
 

表 3    变量校准

变量
模糊集校准

变量
模糊集校准

完全不隶属
（25%）

交叉点
（50%）

完全隶属
（75%）

完全不隶属
（25%）

交叉点
（50%）

完全隶属
（75%）

独角兽 1.0000 3.0000 11.0000 潜在独角兽 1.0000 3.0000 11.0000
软环境 0.2812 0.3420 0.4875 软环境 0.1875 0.3309 0.4276

基础设施 0.1345 0.1996 0.3183 基础设施 0.1457 0.1803 0.2777
社会服务 0.2133 0.2939 0.4692 社会服务 0.1979 0.2395 0.3948
市场容量 0.2149 0.3037 0.4417 市场容量 0.1604 0.2625 0.4309
商务成本 0.5565 0.6343 0.6919 商务成本 0.5596 0.6558 0.7061
生态环境 0.5327 0.5582 0.6161 生态环境 0.5431 0.5926 0.6778
 

（四）分析步骤

首先，进行条件的必要性分析，检验是否存在产生结果的必要条件。其次，基于样本1对驱

动或制约“独角兽”涌现的城市营商环境进行组态分析，并依据组态理论化过程对各组态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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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揭示“独角兽”涌现的多元路径。再次，基于样本2对驱动或制约“潜在独角兽”涌现的城市

营商环境进行组态分析，并依据组态理论化过程对各组态进行解读。一方面揭示“潜在独角兽”
的多元涌现路径，另一方面与“独角兽”的多元涌现路径进行对比分析，通过三角检验互相印

证，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最后，采取其他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进一步验证结果的可靠性。

 四、  数据分析结果

（一）必要性分析

使用fsQCA3.0软件分别对两组案例样本进行必要条件检验。当一致性大于0.9时，变量被

认定为结果的必要条件。在变量通过一致性检验后，使用覆盖度对必要条件经验相关性进行衡

量，通常大于0.5（杜运周和贾良定，2017；张明和杜运周，2019）。研究结果（见表4）显示，虽然随

着将结果由高独角兽企业数量转为高潜在独角兽企业数量，软环境、基础设施、社会服务和市

场容量的一致性提高，商务成本和生态环境的一致性降低，但单个条件必要性的一致性普遍较

低，均小于0.9，不存在驱动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的必要条件。
 
 

表 4    fsQCA必要条件检验结果

条件变量
独角兽 ~独角兽 潜在独角兽 ~潜在独角兽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软环境 0.822 0.741 0.341 0.389 0.833 0.792 0.313 0.348
~软环境 0.323 0.279 0.774 0.846 0.314 0.281 0.813 0.851
基础设施 0.885 0.803 0.279 0.320 0.886 0.839 0.269 0.298
~基础设施 0.251 0.216 0.829 0.901 0.259 0.232 0.855 0.897
社会服务 0.864 0.778 0.297 0.339 0.877 0.832 0.266 0.294
~社会服务 0.265 0.230 0.805 0.882 0.256 0.230 0.848 0.890
市场容量 0.854 0.771 0.271 0.309 0.876 0.802 0.297 0.318
~市场容量 0.235 0.203 0.799 0.874 0.255 0.239 0.815 0.885
商务成本 0.368 0.325 0.701 0.786 0.347 0.309 0.765 0.795
~商务成本 0.758 0.667 0.398 0.443 0.770 0.737 0.335 0.375
生态环境 0.573 0.510 0.486 0.547 0.475 0.444 0.635 0.693
~生态环境 0.491 0.430 0.564 0.626 0.672 0.611 0.491 0.522

　　注：独角兽表示高独角兽企业数量；~独角兽表示非高独角兽企业数量；潜在独角兽表示高潜在独角
兽企业数量；~潜在独角兽表示非高潜在独角兽企业数量。
 

（二）充分性分析

借鉴Fiss（2011）和杜运周等（2020）的研究，将原始一致性阈值设定为0.8、PRI一致性阈值

设定为0.7、案例频数阈值设定为1。考虑到复杂因果的非对称性，采用 fsQCA3.0 软件对产生高

独角兽企业、高潜在独角兽企业数量和非高独角兽企业、非高潜在独角兽企业数量的城市营商

环境组态进行分析（结果见表5、表6），深入探析城市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的驱动和制约机制，

析出的多元组态表明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殊途同归”。根据组态理论化过程，对发现的组态命

名并分析，其中既在中间解也在简约解中出现的条件为核心条件，只在中间解中出现的条件为

边缘条件（杜运周和贾良定，2017），分析结果如下。

1.产生高独角兽企业数量的城市营商环境组态

如表5所示，产生高独角兽企业数量的营商环境组态有5个，其中S1a和S1b为等效组态，

S3a和S3b为等效组态。（1）市场—服务驱动型。组态S1a表现为基础设施、社会服务、市场容量

存在，商务成本、生态环境缺失。该组态表明，完善的基础和服务保障会激发创业导向（黄永春

等，2021），城市可以首先通过提升基础设施建设、社会服务水平和促进消费提高市场潜力，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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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有利于培育高成长创业企业的营商环境。代表城市①有常州、镇江、长春。以长春为例，长春

作为汽车工业领域的“共和国长子”，虽然地处东北，相较于南方城市具有较高的运输、采暖等

商务成本，但其在基础设施方面表现较为突出，并具有汽车、轨道交通、卫星等方面的重要产业

基础，近年来长春不断在优化营商环境、打造万亿“新基建”、加大招商引资和人才吸引政策等

方面发力，凭借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方面的坚实基础，推动创业企业高水平发展。（2）服务驱动

下的市场—生态创新型。组态S1b表现为基础设施、社会服务、市场容量、商务成本、生态环境

五要素同时存在。与S1a相比，该组态表明多要素相辅相成产生的聚合效应对于高成长创业企

业具有积极作用，多维平衡的营商环境会带来丰富的创新创业机会，同时良好的生态环境会催

生更多的以新兴产业为驱动的高成长创业企业（Guo和Zhang，2021）。代表城市有上饶、绍兴。

以绍兴为例，自2016年以来，绍兴市就坚持创新驱动，遵循一线建设标准，不惜成本引入新产

业、新技术、新人才，搭建劳动力调剂服务平台，坚持靠前服务，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得到创业者

和投资者的青睐。且“十三五”以来，不断构建绿色高端产业体系、打造新兴产业集群。经过多年

 

表 5    产生高、非高独角兽企业数量的城市营商环境组态

条件
独角兽 ~独角兽

S1a S1b S2 S3a S3b NS1 NS2 NS3
软环境 λ λ λ Υ λ

基础设施 λ1 λ1 λ1 λ1 λ1 Υ1 Υ1 Υ1
社会服务 λ λ λ λ λ Υ Υ λ
市场容量 λ λ Υ λ λ Υ Υ λ
商务成本 Υ λ λ Υ λ Υ λ
生态环境 Υ λ Υ λ λ λ
一致性 0.925 0.611 0.829 0.982 0.915 0.958 0.970 0.977

原始覆盖度 0.302 0.144 0.129 0.593 0.496 0.514 0.202 0.067
唯一覆盖度 0.023 0.013 0.058 0.017 0 0.400 0.111 0.022
总体一致性 0.871 0.960
总体覆盖度 0.792 0.647

　　注：独角兽表示高独角兽企业数量；~独角兽表示非高独角兽企业数量。λ1=核心条件存在；Υ1=核心
条件缺失；λ=边缘条件存在；Υ=边缘条件缺失。

 

表 6    产生高、非高潜在独角兽企业数量的城市营商环境组态

条件
潜在独角兽 ~潜在独角兽

S1’ S2’ NS1’ NS2’ NS3’
软环境 λ Υ Υ1 λ Υ1

基础设施 λ1 λ1 Υ Υ1 λ
社会服务 λ1 λ1 Υ1 Υ1 Υ1
市场容量 λ Υ Υ Υ1 Υ
商务成本 Υ λ λ Υ Υ
生态环境 Υ Υ1 λ
一致性 0.982 0.909 0.969 0.933 0.984

原始覆盖度 0.595 0.112 0.631 0.125 0.077
唯一覆盖度 0.539 0.055 0.531 0.047 0.023
总体一致性 0.974 0.962
总体覆盖度 0.651 0.705

　　注：潜在独角兽表示高潜在独角兽企业数量；~潜在独角兽表示非高潜在独角兽企业数量。λ1=核心
条件存在；Υ1=核心条件缺失；λ=边缘条件存在；Υ=边缘条件缺失。

 ①本文对代表城市的判定标准是相对的，即代表城市的各营商环境要素水平并非均处于绝对高/低水平，举例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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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与沉淀，与营商环境同期成长的天际汽车已成为“独角兽”。（3）资源—成本驱动型。组态

S2表现为基础设施、软环境、社会服务、商务成本存在，市场容量、生态环境缺失。该组态表明

当城市基础设施完善，如果软环境和社会服务能够为创业活动提供充裕的创新创业资源，且商

务成本优势突出，市场对于“独角兽”而言并不必要，良好的创业软环境是高成长创业的沃土

（董志强等，2012）。代表城市有重庆、长沙、西安、成都。以西安为例，西安的软环境指数位居全

国前五，社会服务位居前十，基础设施位居前十五，具有较高的市场活跃度、社会服务水平、市

场监管能力和基本保障能力，商务成本相较其他省会及中心城市具有明显优势，能够提供较全

面的创业资源，有效规范创业活动，促进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4）市场—资源驱动型。组态

S3a表现为基础设施、软环境、社会服务、市场容量存在，商务成本缺失。该组态表明当城市基础

设施、软环境和社会服务能够为创新创业活动提供足够的人力、技术、资金等关键性资源时，只

要该城市具有市场发展空间，就会促进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Dencker等，2021），商务成本不会

对此产生消极影响。代表城市有苏州、东莞、青岛、合肥、无锡。以苏州为例，党的十八大以来，苏

州努力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营商环境优化成果丰硕，位居全国前列，“同样成本服务最好、

同样服务市场机会更多”成为苏州营商环境的代名词。自2018年起，每年出台一版营商环境优

化文件以来，苏州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营商环境体系，在基础设施、软环境、社会服务、市场

容量等方面形成了整体营商环境优势，成为最具吸引力的“独角兽”孵化地之一。（5）资源驱动

下的市场—生态创新型。组态S3b表现为基础设施、软环境、社会服务、市场容量、生态环境五

要素同时存在。该组态是孵化“独角兽”的又一种多维协同共建组态，具有此类特征的城市要么

总体优势明显，要么即使整体优势不明显，也平衡发展多种要素，单要素侧重并不显著。与

S1b不同，此类营商环境模式没有明显的成本优势，但基于高水平的基础设施、软环境和社会

服务，企业可以享有更多、更优质的异质性资源，通过资源赋能推动基于市场和绿色生态的创

新创业，呈现出要素驱动、知识密集、创新驱动的特征（Stenholm等，2013）。此类城市一般为都

市圈中的核心城市，代表有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南京、珠海、贵阳。以珠海为例，珠海人

口增速指数位居全国第一，软环境指数位居第八，生态环境指数位居第四。自2019年起，珠海市

着力推动实施多项重点项目，涉及机场和综合服务中心等交通基础设施、商务中心、科创中心

及学校等，在教育、社会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持续发力，不断优化多维营商环境要素，为创

业企业成长为“独角兽”提供重要支撑。

2.产生非高独角兽企业数量的城市营商环境组态

表5报告了产生非高独角兽企业数量的3个城市营商环境组态。（1）市场—创新限制型。组

态NS1显示，在缺乏基础设施、软环境、社会服务和市场容量的营商环境中，即使城市商务成本

优势明显，也不利于产出独角兽企业。由于市场规模小，加之基础设施不够便利，无法扩大外部

市场，极大地抑制了企业成长。同时，基础设施、软环境和社会服务水平不高，导致企业人力和

金融资本不足，难以支撑企业创新。该路径呈现出市场小、创新性弱的特点，代表城市有石嘴

山、吐鲁番等。（2）生态—成本限制型。组态NS2显示，在缺乏基础设施、社会服务、市场容量和

商务成本优势的城市中，即使生态环境优质，也难以孵化独角兽企业。与NS1相似，此类城市的

市场需求也不足以支撑创业成长，基础设施限制了企业向外扩张的步伐。同时，生态保护要求

较高，需要企业加强绿色创新，不完善的基础设施和较高的商务成本更加剧了成本投入，较弱

的社会服务不足以提供足够的金融资本，进而共同限制了创业企业爆发式成长。该路径呈现出

生态优质、成本高的特点，代表城市有景德镇、江门、丽水等。（3）基础设施约束型。组态NS3表
明，基础设施是“独角兽”涌现的重要支撑，即使软环境、社会服务、市场容量、商务成本和生态

环境都具有比较优势，受制于基础设施不完善，此类城市也很难有独角兽企业，代表城市有中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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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产生高潜在独角兽企业数量的城市营商环境组态

如表6所示，产生高潜在独角兽企业数量的城市营商环境组态仅有2个。（1）市场—资源驱

动型。与S3a基本相似，组态S1’的核心条件为基础设施、社会服务存在，边缘条件是软环境和市

场容量存在、商务成本缺失。此时，营商环境提供的人力资本、融资、创业网络、基础设施等能够

为创业高成长提供重要支持（Torres和Godinho，2022）。代表城市有宁波、温州、福州、厦门、南

通、大连、南昌。以厦门为例，厦门自2015年起，在全国率先探索提升营商环境建设以来，持续聚

焦多维营商环境要素优化，为全方位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多项营商环境指标获评“全
国标杆”，在基础设施、社会服务、软环境和市场容量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在促进创业企业成长

为“潜在独角兽”方面已见成效。但其商务成本可与北京、上海等重点一线城市比肩，因此尚未

达成超级营商生态。（2）服务供给下的成本驱动型。组态S2’表现为基础设施、社会服务、商务成

本存在，软环境、市场容量、生态环境缺失。该组态表明，当城市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足以为企

业提供充裕的人力、资金和技术资源时，基于节约商务成本和外部市场可得性的考虑，企业倾

向于在此开展高成长性的创新型创业（Dencker等，2021）。代表城市有宣城、湘潭、九江、泰州、

徐州、衢州。以九江为例，九江市营商环境水平位居全省首列，在降成本、提效能、强监管、优服

务方面打出“组合拳”，推行“妈妈式”服务机制，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优化营商环境是该市促进

创业企业成长、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密钥”。
4.产生非高潜在独角兽企业数量的城市营商环境组态

表6报告了产生非高潜在独角兽企业数量的3个城市营商环境组态。（1）市场—创新限制

型。组态NS1’的核心条件是软环境和社会服务缺失，边缘条件为基础设施和市场容量缺失、商

务成本优势存在，与NS1基本一致，代表城市有石嘴山、吐鲁番等。（2）市场—成本约束型。组态

NS2’的核心条件为基础设施、社会服务、市场容量和生态环境缺失，边缘条件为软环境存在、

商务成本缺失。该路径下高水平的软环境为创新创业活动提供充分的资源获取渠道，但基础设

施、社会服务、市场潜力和成本的缺失增加了机会开发难度，使创业成长寸步难行，代表城市有

拉萨、十堰等。（3）高新需求型。组态NS3’的核心条件是软环境和社会服务缺失，边缘条件为基

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存在、市场容量和商务成本缺失。该路径表明，即使城市基础设施完善、生态

环境良好，具有开展绿色技术创新创业活动的先天优势，受限于人力、金融、资源、成本等因素，

创业企业难以取得技术突破，创新性和高成长性被客观条件抑制，代表城市有海口、台州、赣

州、惠州等。

5.对比分析

通过对比上述结果可以发现：（1）驱动或制约不同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的城市营商环境组

态存在异同。首先，驱动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的市场—资源驱动型组态和抑制高成长创业企业

涌现的市场—创新限制型组态为通用路径。产生高独角兽企业数量的专有路径有4条，产生高

潜在独角兽企业数量的专有路径有1条。驱动“潜在独角兽”涌现的组态在一定程度上构成驱动

“独角兽”涌现组态的子集，这表明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可靠性。其次，驱动“潜在独角兽”涌现

的营商环境组态配置相对简单，在少量要素具有相对优势的情况下即可产生，没有超级营商组

态。反之，“独角兽”涌现对营商环境的要求更高也更复杂，如即使其他营商环境要素均存在，基

础设施的缺失也会导致非高独角兽企业数量。这说明高成长创业企业的成长性、创新性、潜力

性越高，对营商环境的需求也越高，间接验证了研究结果的有效性。（2）驱动和制约高成长创业

企业涌现的营商环境组态并非完全相反，二者间存在非对称性，这说明驱动高成长创业企业涌

现的营商环境组态具有独特性。在优化城市营商环境以加速不同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时，仅关

注单方面影响或一种方案，不足以实现预期结果，需要全面统筹，这证明了高成长创业企业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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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影响因素及其组合的复杂性，也证实了本文采用fsQCA方法的必要性。

（三）稳健性检验

基于样本1和样本2建立三角检验，析出的驱动或制约“独角兽”和“潜在独角兽”涌现的组

态结果具有一定相似性，三角验证结果证实本研究结果具有一定可靠性和有效性。继而，采用

集合论特定的稳健性检验方法分别对产生高独角兽企业数量和高潜在独角兽企业数量的城市

营商环境组态进行进一步稳健性检验（张明和杜运周，2019）。首先，改变案例频数，将案例数阈

值提高至2。其次，变动一致性门槛值，将PRI一致性提高至0.8。最后，剔除案例，考虑到一线城

市可能存在明显的资源优势，选择剔除北京、上海、广州、深圳4个案例进行稳健性检验（张明和

杜运周，2019；杜运周等，2020），结果如表7所示。上述三种检验方法得到的组态与原组态之间

具有清晰的子集关系，本研究结果稳健。
 
 

表 7    剔除一线城市（北上广深）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条件
独角兽 潜在独角兽

S1a’’ S1b’’ S2’’ S3b’’ S1’’ S2’’
软环境 Υ λ λ λ Υ

基础设施 λ1 λ1 λ1 λ1 λ1 λ1
社会服务 λ λ λ λ λ1 λ1
市场容量 λ λ Υ λ λ Υ
商务成本 Υ λ λ Υ λ
生态环境 Υ λ Υ λ Υ
一致性 0.871 0.611 0.829 0.853 0.966 0.909

原始覆盖度 0.197 0.236 0.212 0.440 0.461 0.160
唯一覆盖度 0.073 0.021 0.100 0.210 0.380 0.079
总体一致性 0.794 0.957
总体覆盖度 0.699 0.540

　　注：独角兽表示高独角兽企业数量；潜在独角兽表示高潜在独角兽企业数量。λ1=核心条件存在；
Υ1=核心条件缺失；λ=边缘条件存在；Υ=边缘条件缺失。由于篇幅所限，此处仅报告剔除一线城市（北上
广深）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五、  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本文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以中国的不同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组态视

角分析城市营商环境对高成长创业企业的影响，揭示了加速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的多元路径。

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单个营商环境要素不构成产生高成长创业企业的必要条件。但基础设施

是所有组态中的核心条件，提升基础设施对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具有普适作用，原因可能在

于，一方面新基建提供的技术支撑对于跨区域高质量创业团队建设、高质量数字创业机会识别

与开发、数据要素共建共享、创业资源获取、技术互联等具有重要作用（Nambisan等，2019；
Dencker等，2021）。另一方面交通等基础设施对于打破市场壁垒、扩大市场规模等产生积极影

响，进而能够从机会、资源、团队方面为创业提供保障，共同促进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第二，产

生高独角兽企业数量的城市营商环境组态路径有5条，产生高潜在独角兽企业数量的路径有

2条，其中市场—资源驱动型为通用路径。政策制定者可以结合实际情况设定阶梯式城市高成

长创业企业培育目标，并制定适当的城市营商环境优化方案，以达到最优效果，包括通过优化

配置向相似的营商组态靠拢和通过颠覆性改革构建不相似的营商组态两种途径。第三，导致非

高独角兽企业数量和非高潜在独角兽企业数量的城市营商环境组态路径各有3条，其中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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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限制型为通用路径，政策制定者在优化营商环境结构时还应注意避免掉入营商环境“陷
阱”，以退为进推动城市高成长创业企业培育。

（二）理论贡献

从实践上看，近年来以“独角兽”“潜在独角兽”为代表的高成长创业企业不断涌现，为城市

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和活力，各省市纷纷加快城市营商环境优化，并着力开

展“独角兽”“潜在独角兽”培育及入库工作，以抢占发展制高点。从理论上，现有研究对高成长

创业企业的成长路径和机理揭示不足，对实践的指导有限。本文结合实践发展和理论空白，基

于制度理论和组态视角，探索了城市营商环境对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的影响，主要理论贡献

如下：

第一，聚焦于“独角兽”和“潜在独角兽”两类高成长创业企业，揭示了中国高成长创业企业

涌现的多元路径，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高成长创业企业的理论研究。首先，回应了Acs等
（2017）更全面广泛地解释“独角兽在中国异军突起”这一现象的研究呼吁，在丰富现有研究成

果、为其他新兴经济体提供参考方面具有重要贡献。其次，国外学者已对“独角兽”“数字独角

兽”等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展开了研究，而国内鲜少关注。本文研究以“独角兽”和“潜在独角

兽”为代表的高成长创业企业的涌现路径，弥补了国内相关研究较少的不足，同时回应了

Torres和Godinho（2022）用除“独角兽”以外的其他产出衡量高成长创业企业的研究呼吁，深化

了现有研究。

第二，构建城市营商环境与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之间的理论模型，丰富和细化了营商环境

的现有研究成果。首先，基于制度理论，深入解读了城市营商环境要素对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

的影响，拓展了营商环境的研究领域，回应了Kotha等（2022）加强制度变量对高成长创业企业

涌现的研究呼吁。其次，与以往研究分析国家间制度环境差异的影响不同，本文以中国这一新

兴经济体为研究情境，以不同城市作为研究对象，更细粒度地分析了营商环境的作用，细化了

现有研究成果。

第三，探究中国城市营商环境与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之间的必要与充分双重因果关系，揭

示了城市营商环境促进和制约不同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的多元组态路径，为进一步研究提供

了理论依据。首先，不同于以往研究探讨营商环境的净效应，本文采取fsQCA研究方法，成功识

别了实现高独角兽企业、高潜在独角兽企业数量的营商环境组态和导致非高独角兽企业、非高

潜在独角兽企业数量的营商环境组态，证实了营商环境要素之间的协同联动作用，为现有研究

提供了新见解。其次，研究结果显示驱动不同层次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的组态之间具有一定差

异，为推动营商环境优化轨迹影响创业企业成长轨迹的动态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三）实践启示

本文探究了城市营商环境组态和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的关系，可以启发政策制定者根据

当地营商环境现状，调整营商环境要素的优化配置方案，结合对高成长创业企业的孵化培育目

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造创新创业沃土，不断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和活力。研究结果

带来的实践启示包括：第一，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要抓手，拉动创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基础设

施是所有驱动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组态中的核心条件，是确保创业企业高成长的关键要素，组

态NS3显示，即使其他要素足够完善，也难以弥补基础设施不全对高成长创业的消极作用。因

此，各城市应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以改革创新的方式系统优化

布局传统基础设施和新型基础设施，依托新基建培育新经济、新技术、新产业，以抢占城市高质

量发展的高地。第二，以阶梯渐进式培育城市高成长创业企业为目标，构建城市营商环境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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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方案。基础设施、社会服务和市场容量的良性耦合是产生高独角兽企业数量的最简单组

态，基础设施、社会服务和商务成本的良性耦合是产生高潜在独角兽企业数量的最简单组态，

处于营商环境优化初期的城市可以优先从这两种组态入手制定城市营商环境优化方案。S1a和
S1b、S3a和S3b两组等效组态表明，当城市营商环境可以稳定支撑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时，可

以考虑深入优化其他要素以达到超级营商生态。因此，政策制定者应以构建“小而精”的营商环

境为导向，避免因追求“大而全”而限制城市经济发展，且在过程中应依据城市发展现状动态更

新优化重点和具体实施办法，选择恰当的营商环境优化路径，减少沉没成本和机会成本，通过

渐进式创新优化推动高成长创业企业数量呈阶梯式增长。同时，构建潜在独角兽企业发现机

制，搭建过渡服务中心或孵化机构，优化独角兽企业培育体系，推动“潜在独角兽”向“独角兽”
发展。第三，注重多营商环境要素之间的平衡发展与共同优化。研究结果表明单个营商环境要

素不足以支撑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政策制定者需要重视营商环境要素之间的组态问题，从整

体视角统筹城市营商环境优化。

（四）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本文存在一定局限与不足，未来可以深入研究。第一，案例样本局限性。受限于数据可得

性，本文最终仅分别对中国拥有“独角兽”的23个城市和拥有“潜在独角兽”的29个城市进行了

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结果的普适性。未来随着“独角兽”和“潜在独角兽”在其他城市

的兴起，可以收集更多城市的数据，进一步分析加速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的营商环境组态，或

基于不同视角和指标对高成长或高质量创业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研究。也可开展跨地区

或国际研究，以探索区域或国家差异对本研究结论的影响。第二，数据属性及研究方法局限性。

受数据和方法的双重限制，本文仅对静态数据进行了分析，而持续的动态跟踪更有助于揭示营

商环境对不同类型高成长创业企业的作用路径及变化机理，未来可以通过纵向案例跟踪或时

序QCA方法展开深入研究。第三，变量选取局限性。本文选取了6个条件变量（软环境、基础设

施、社会服务、市场容量、商务成本、生态环境），以“独角兽”和“潜在独角兽”作为高成长创业企

业的代表，对城市营商环境对高成长创业企业涌现的影响进行了初步探索，未来可以深入挖

掘。例如，实践表明，在数字经济成为全球发展主旋律的当下，如何构建有助于数字经济腾飞的

营商环境是发展的关键，未来可以将更多的数字化相关指标纳入营商环境评价体系进行研究，

进一步挖掘其他营商环境要素对创业的影响。或关注不确定情境下营商环境与其他外部情境

的多重作用，如文化情境或新冠肺炎疫情这一突发公共事件等，抑或探索瞪羚企业、专精特新

企业、隐形冠军企业等其他典型企业的成长路径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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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sting to Attract Phoenixes: The Impact of Urban Business
Environment on the Emergence of High-growth

Entrepreneurial Enterprises

Zhu Xiumei1,  Li Yue1,  Zhang Yue2

（1. School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2. School of Busines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006, China）

Summary: How to optimize the urban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promote the emergence of high-
growth entrepreneurial enterprises is an important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problem to be solved.Using
the methods of problem orientation, literature induction, and phenomenon summary, this paper selects
six major urban business environment elements, namely, soft environment, infrastructure, social
services, market capacity, business cost,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s the conditional variables, and
constructs the theoretical model that the urban business environment affects the emergence of high-
growth entrepreneurial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institutional theory and the configuration perspective.
Using the fsQCA method, this paper takes 23 urban case samples with unicorns and 29 urban case
samples with potential unicorns in China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comprehensively analyzes the
complex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rban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the emergence of high-growth
entrepreneurial enterprises.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 a single business environment element
does not constitute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generating high-growth entrepreneurial enterprises.
However, infrastructure is the core condition in all configurations, and improving infrastructure has a
universal role in the emergence of high-growth entrepreneurial enterprises. Second, there are five
configuration ways of urban business environment leading to a high number of unicorns, and two ways
to a high number of potential unicorns, of which the market-resource-driven type is the general path.
Third, there are three configuration ways of urban business environment leading to a non-high number
of unicorns or potential unicorns, of which the market-innovation restriction type is the general path.This
paper makes the following contributions: First, using outputs other than unicorns to measure high-
growth entrepreneurial enterprises, it reveals the multiple paths of “unicorns and potential unicorns
emerging in China”, enriching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the emergence of high-growth entrepreneurial
enterprises. Second, based on the institutional theory, it deeply interprets the impact of urban business
environment elements on the emergence of high-growth entrepreneurial enterprises, refining the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Third, it reveals the multiple configuration paths that the urban
business environment promotes and restricts the emergence of different high-growth entrepreneurial
enterprises, which confirms the synergy between business environment elements, providing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other cities and emerging economies to create a business
environment conducive to the emergence of high-growth entrepreneurial enterprises.

Key words:  urban business environment;  fsQCA;  unicorns;  potential unicorns;  high-growth
entrepreneu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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